
 

 

开发区设立与地区资源错配：
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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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 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视角精准测度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并以开发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来评估其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且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

分析。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通过扭曲市场配置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

和一系列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和制

度效率缓解了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政策冲击，同时，“成熟型”开发区较“成长型”和“初创

型”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影响程度较小。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开发区设立会通过加剧地方政府竞

争、延缓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以及扭曲投资结构而影响地区资源错配程度。据此，文章认为构建统

一市场以减少投资结构扭曲、有效提高市场化水平、提升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质量是缓解开发

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政策冲击和推进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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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源头活水。开发区作为政府干预的手

段之一，其成立之初对于各级政府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要素区域流动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但

是，以土地政策、财税优惠以及金融支持而吸纳大量商业投资的高负债和高增长的模式可能难

以为继。这种以资源与经济活动的非市场行为的集聚是否催生了资源错配现象呢？本文将系统

阐述开发区的产业政策与地区资源错配的关系。

“资源错配”是相对于“有效配置”而言，资源按照市场配置准则流向高生产率企业即为“有

效配置”，而流向生产率低的企业则视为“资源错配”。Hsieh 和 Klenow（2009）通过要素边际产出

和价格的相对关系对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矫正“资源错配”来扩大企业生产总

值。现有研究基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蔡昉等，2001），劳动力市场摩擦系数（袁志刚和解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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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差距（张杰等，2011），要素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缺口

（杨振和陈甬军，2013），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要素边际产品价值与要素价

格比例（王芃和武英涛，2014），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配置和人力资本配置（杨志才和柏培文，

2017）等视角，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我国的资源错配问题。也有研究从企业生产率离散度（聂辉华

和贾瑞雪，2011；毛日昇等，2017；江艇等，2018）等微观视角研究我国制造业要素的错配问题。针

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经济显著性角度或从中观产业结构角度进行研究，缺乏对微观视

角资源错配的研究。本文则试图系统阐述开发区设立和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的关系，以为高速度

增长向高质量经济发展转变谏言献策。

开发区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政策，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

面对开区设立进行了政策评估（郑江淮等，2008；韩亚欣等，2015；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李立行

和申广军，2015），一致得出结论认为开发区设立具有显著经济效果（Wang，2013；Alder 等，

2016）。具体而言，开发区设立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周茂等，2018；袁航和朱承亮，2018）；国

家级开发区能促进所有阶段、所有企业规模的成长（李贲和吴利华，2018）；经济开发区对企业生

产率溢价的影响并非由于政府选择高生产率企业进驻了开发区，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率集聚效应

不明显（林毅夫等，2018）。然而，开发区的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量有显著影响，而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质影响并不明显（袁航和朱承亮，2018）。进一步地，向宽虎和陆铭（2015）认为开发区建设

短期效果缓解了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无异于饮鸩止渴。政府设立经济开发区等政策性区

域，以及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的产业政策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得低效率企业能够在

市场中生存（杨汝岱和朱诗娥，2018）。同时，对于开发区的政策评估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一部分

文献探索了政策租金是否导致了开发区内部企业生产率差异，杨本建和黄海珊（2018）研究发现，

人口密度较低时城区劳动力市场发展会吸引开发区的劳动力逆流，从而对开发区企业生产率产

生负向影响。鉴于此，一个顺其自然的问题是，开发区设立超市场力量的资源集聚是否催生了

“以邻为壑”效应？现有文献只有针对企业生产率的研究，并未涉足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离散度

的研究。江艇等（2018）针对城市级别的探讨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

程度越严重，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既然这种“运权利”的成本都能导致地区资

源错配问题，那么“运物成本、运人成本、运资本成本”的开发区产业政策是否也可能会加剧地区

的资源错配程度。

事实上，开发区的发展受到体制回归和路径依赖的束缚（Page，2006；Vergne 和 Durand，

2010），已凸显出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乏力（程郁和陈雪，2013）。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扭曲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孙早和席建成，2015），各地方重点产业政策加剧了土地资源错配

（张莉等，2017；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而开发区作为一项地方制定（Place-based）的产业政策，

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效果一直以来饱受争议（Busso 等，2013）。设立开发区这种干预导致的

地区资源错配的内在的机制是什么，这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以中国大规模设立开发区的同时地区资源错配加

剧、城投债激增、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典型事实为基础，系统评估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

影响，从微观层面测量地区资源错配，丰富了有关资源错配的研究；②由于产业政策内生性问题

的存在，对其进行因果推断格外困难，而开发区的设立为分析产业政策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因果

关系提供了机会，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将开发区设立作为拟自然实验，可以更严谨地研究开发区

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③系统阐述了开发区的设立如何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进而

影响地区资源错配，深化了开发区产业政策与资源错配之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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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与模型构建

（一）开发区设立的政策背景

自从 1984 年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以多种形态并存，

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经开区、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等六类，其中这三类占国

家级开发区总量的 87.6%，省级开发区涵盖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以及特色工业园

区，省级开发区是最主要的类型，截至 2017 年 7 月省级开发区共有 1 165 家，占到所有开发区总

数的 90% 以上。开发区设立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峰期在 1992 年，当年分别新设立国家级开发

区 70 个，省级开发区 144 个，经过 2003 年到 2006 年的开发区整改后，2006 年成为开发区设立的

第二次高潮，新设立省级开发区 661 家，新设立总数占到 2001 年到 2009 年省级开发区的 91%。

开发区设立的相对集中可以更好地排除时间因素干扰，这为开发区产业政策的量化评估提供了

难得的拟自然实验。

开发区这种产业政策始终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设立之初，优惠的产业政策和灵活的

制度使其成为了继经济特区之后的又一重要空间发展策略。其以“三为主，一致力”①为目标，而

这种经济空间的构建却是以社会空间的完全塌陷为代价的，形成了“产业孤岛”，造成了土地资

源浪费。为了解决一次创业的弊端，开发区进行了二次创业的诉求，从开发区“三为主、两致力、

一促进”②的生产策略来看，二次创业摒弃了“产业孤岛”的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制度动力。然而，

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地方的重速度轻

质量的发展模式，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二）模型构建

τki(
1−τki

)
Ri τki

假设经济中有不同类型企业所形成的差异化行业 i（1，2，3，…，j），每个企业用两种要素进行

生产，即劳动要素 L 和资本要素 K；且劳动要素价格为企业支付的工资 W，资本要素价格是企业

支付的利息 R。为简化模型，在产品市场中，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不同行业产品的价格设定为

P i，而在要素市场中，由于设立了开发区存在政府补贴 ，因此其所对应的要素价格补贴即为

且 1> >0。

由于同一行业内，企业的生产函数具有同质性的特征，假设行业 i 内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规

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如下式所示：

Yi = Ai Kαi
i L1−αi

i （1）

τki

其中，Yi 表示行业内企业的生产总量加总，αi 衡量行业内资本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企业利润等于

企业总收入减去劳动力要素价格支付总值与资本要素价格支付总值之和，由于存在政府补贴

的显性要素价格补贴，假设其直接作用于资本要素。具体的行业 i 利润表达式如下所示：

maxπi = PiYi−WLi− (1−τki )RKi （2）

为了求出行业利润最大化，对（2）式进行求导，得到：

∂πi/∂Li = PiAi Kαi
i (1−αi) L−αi

i −W = 0 （3）

∂πi/∂Ki = PiAiαi Kαi −1
i L1−αi

i −(1−τki )R = 0 （4）

通过对式（3）和式（4）进行整理可推导出带有政府补贴的资本显性价格表达式（5），以及劳动

白东北、张营营、唐青青：开发区设立与地区资源错配：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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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素支付价格与总产出的表达式（6），具体如下：

αiPiYi/Ki =
(
1−τki

)
Ri （5）

(1−αi) PiYi/Li =W （6）
对整体行业的产出进行加总，作为中间产品投入纳入总的生产函数：

Y = Y(Y1,Y2,Y3, · · ·Yi) =
j

Π
i=1

Y θii ,

j∑
i=1

θi = 1 （7）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全出清的，通过对式（7）进行微分整理得到：

∂Y/∂Yi = Pi （8）

Y =
∑

i

PiYi （9）

在存在资源约束时，假设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是外生给定的，具体如下所示：∑
i

Ki = K （10）

∑
i

Li = L （11）

由以上式（5）、式（6）、式（8）、式（9）以及式（10）对资本要素进行处理，可以推导得出：

Ki =
(1−τKi )RiKi/(1−τKi )Ri∑

j

(1−τK j )R jK j/(1−τK j )R j

K =
αiPiYi/[(1−τki )Ri]∑

j

α jP jY j/[(1−τk j )R j]
K =

σiαi/(1−τki )∑
j

σ jα j/(1−τk j )
K （12）

σi = PiYi/Y其中，σi 表示 。同时将其代入式（12）则容易得到：

Ki = σiαi/αλ̃KiK （13）
λ̃Ki其中，α 是利用各行业产出份额做加权平均得到的整体行业的资本产出弹性， 则表示 i 行业相

对于整体经济水平的资源错配程度。即相对资源错配：

λ̃ki = λki/(
∑

j

σ jα j

α
λk j) （14）

λki = 1/(1−τki)在式（14）中存在绝对资源错配程度，表达式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政

府补贴对相对资源错配与绝对资源错配求一阶导数，得到如下表达式：

λ′ = 1/(1−τki)
2 > 0 （15）

dλ̃ki

dτki

=
dλ̃ki

dλki

λ′ = (1/
∑

j

σ jα j

α
)λ′ > 0 （16）

τki由于本部分设置的政府补贴是按照资本价格的比例补贴，因此 取值区间为[0,1]。无论是

从绝对资源错配还是相对资源错配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都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

λ̃ki = 1/
∑

j

σ jα j/α λ̃ki = λki/
∑

j

(
σ jα j/α

)
λk j

进一步讨论有无补贴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结合式（14）可进一步得到，若没有补贴时，资

源的相对错配程度为 ，小于有补贴时的相对资源错配程度 ，

鉴于此，可得出，开发区设立引起的资本政策优惠补贴进一步加深了相对资源错配程度。①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开发区的设立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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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d f z f jz > 0

与此同时，在开发区运行过程中，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要素等流动并非完全由市场来支

配，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直对资源配置起作用。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出让、基建投资和生态投

入等方式拉动经济，而因此所形成的“经济楔子”①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曹玉书和楼东玮，

2012）。中央政府以经济增长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又形成锦标赛，进而又

形成了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楔子”。从开发区设立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开发区热”现象，

其本质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竞争大型企业入驻，形成了地方锦标赛，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基

于 以 上 分 析 ， 地 方 政 府 竞 争 与 政 府 补 贴 存 在 递 增 的 相 关 关 系 ， 即 有 如 下 式 子 所 示 ：

。结合式（15）和式（16）,可以推导出如下关系：

∂λ

∂d f z f jz
=

1
(1−τli)2

∂τ

∂d f z f jz
> 0 （17）

式（17）充分说明，无论是绝对资源错配还是相对资源错配，地方政府竞争都加剧了地区资

源错配程度。

在大多数在位企业中，每年约有 20% 的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大约 20%−40% 的企业在进入

市场的前两年内失败（Bartelsman 等，2005）。企业的自我学习效应在市场配置过程中有重要作

用，其推动了企业创新，进而增加了企业市场存活的概率（Dosi 等，2015）。企业规模、企业年龄、

企业研发创新和区位地理等内部企业信息（Sutton，1997），以及市场竞争、市场需求、技术变化和

制度因素等外部环境信息（Cefis 和 Marsili，2006）共同决定了企业能否在市场中生存下来。技术

市场效率低下会引起企业退出（Tsionas 和 Papadogonas，2006），制度的无效率也会影响企业退出

（Schnier 和 Felthoven，2013）。然而开发区的设立扭曲了市场配置，使得本该退出市场的企业却存

活了下来。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但是地区之间

的投资结构扭曲程度依然严重（Bai 等，2004；Fan 和 Wei，2006；余泳泽等，2019）。政府设立经济开

发区等政策区域和对企业进行直接补贴等产业政策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杨汝岱和朱诗娥，

2018），而地方保护主义诱导投资结构扭曲，其所形成的阻碍市场配置的“经济楔子”严重扭曲了

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对于产业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设立开发区这一产业政策造成了开发区内

资源与经济活动集中，开发区外资源缺失，进而严重阻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加剧了地区资源错

配程度。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开发区的设立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竞争、延缓低效率企业

退出市场以及扭曲地区投资结构的方式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

三、估计策略、变量与数据

（一）估计策略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加入个体对照组，通过匹配能够克服开发区设立与

地区资源错配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本文借鉴周茂等（2018）的做法，选用 2006 年全国大规模

设立省级开发区的情况作为拟自然实验。研究的窗口期设定在 2001 年到 2009 年，在窗口期内

2006 年新设立的省级开发区占到开发区总数的 91%。在使用双重差分时，对照组的选择是关键，

本文把一直未有开发区的城市以及设立开发区以前的城市年份设置为对照组。具体实证模型如

白东北、张营营、唐青青：开发区设立与地区资源错配：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① 指阻碍市场自由运行的各种因素，“楔子” 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原有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会在改变经济原有运行方式的同时引

起市场效率损失，导致社会总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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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

Resmisct = βKFQct + θZct +uc+ut +εct （18）

式（18）中，下标 c 表示城市，t 表示时间，Resmisct 表示第 t 年 c 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核心解

释变量为 KFQct，从 t 年开始设立开发区之后都为 1。uc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u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剔除时间趋势的影响，εct 代表随机误差项。①此外，为了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寻

找了以下控制变量，具体由 Zct 表示。人口密度采用地区总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比值的对数衡

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衡量；政府预算支出采用地方财政内预算支出的对

数衡量；城市化进程采用非农业从业人口的对数衡量；第二产业在总产值占比和全部工业总产

值均采用对数形式。

（二）地区资源错配的衡量

本文借鉴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的研究，采用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衡量地区资源错配程

度。具体通过 2001 年到 2009 年的中国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数据，采用半参数 LP 方法计算了各

地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P 方法有效克服了以往计算企业生产率难以避免的联立方程

问题，且以中间投入品作为企业生产率的工具变量，将其代入生产率模型进行测算。

在理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率都应该趋于收敛，因为生产率高的企业或兼并或挤出市场中

的低效率企业。因此，生产率文献中通常使用企业生产率离散度来刻画地区资源错配程度（Doms

和 Bartelsman，2000）。鉴于此，本文衡量地区资源错配采用某地区 90% 分位企业的生产率与

10% 分位企业的生产率比值来刻画资源错配程度。同时，为了稳健性的考虑，也采用地区内企业

生产率的标准差以及某地区 85% 分位企业的生产率与 15% 分位企业生产率比值作为衡量地区

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标。

（三）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问题涉及的两个核心指标分别是开发区设立和资源错配。其中，开发区设立的

数据来源于中国开发区网站，通过查找邮政编码匹配对应的城市。地区资源错配采用地区企业

生产率离散度衡量，数据来源于 2001 年到 2009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对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初步处理。剔除非营业状态的企业；剔除与本文相关变量为负（企业总资

产、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或缺失的观测值；对样本进行首尾 1% 的

Winsorize 处理；剔除企业年平均从业人员数少于 8 人的观测值，地区销售额 500 万元的非国有企

业；利润率低于 0.1% 或者高于 99% 的企业；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本文还剔除了以下

企业观测值：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的企业；固定资产高于总资产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

产的企业；成立时间无效的企业；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的企业。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个别

年份缺失工业增加值数据，采用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现价）−中间品投入+应交增值税的办

法将数据补齐。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估计式（18）时，为了控制潜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以城市聚类的稳健标

准误。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1，列（1）只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说明开发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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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 DID 基本模型的设定不同，本文模型中并未包括时间和地区因素变量，这是因为在多期倍差法中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已

经能够捕捉这两项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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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列（2）加入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依然为正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了检验，系数大小相比列（1）略有变大。上述回归结果基本证实本文研究假说 1，设立开发区的城

市资源错配要高出未设立开发区城市的 10% 左右。同时，我们剔除了 2006 年以前成立开发区的

城市，以专注研究 2006 年大规模设立开发区之后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 2006 年大规

模设立开发区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影响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研究假说 1 再次得到论证。

对于“一市多区”的渐进式变化是否同样也能证实开发区设立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的

问题，本文将进一步采用连续的 DID 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1。列（5）和列（6）检验结

果表明，一个城市拥有开发区的个数越多，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不论城市有无受到开发区政策

的冲击或者地区所受到开发区政策施行的强度如何，拥有“一市一区”或“一市多区”的城市都加

剧了资源错配程度。
 

表 1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Resmis（企业生产率离散度）

（1） （2） （3） （4） （5） （6）

KFQ 0.0752***（0.0435） 0.1018***（0.0448） 0.0838*（0.0609） 0.1267**（0.0692）

KFQnumber 0.0014*（0.0051） 0.0027**（0.0050）

Ped 0.1080**（0.0627） 0.0662（0.0739） 0.1065**（0.0496）

SIR −0.3439***（0.1203） −0.3988**（0.1799） −0.3432**（0.1376）

TIV 0.2819***（0.0607） 0.2856**（0.1177） 0.2829***（0.0782）

Gov −0.0513*（0.0292） −0.0474（0.0494） −0.0492（0.0313）

Urban −0.1185**（0.0534） −0.1418（0.0920） −0.1217**（0.0569）

Pergdp −0.0657（0.1048） 0.0084（0.2803） −0.0730（0.1269）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R2 0.1278 0.1608 0.1031 0.1322 0.1268 0.1587

观测值 2 555 2 267 1 339 1 147 2 553 2 266

　　注：括号中是以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各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尤其从市场化程度来讲，

东部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城市，而市场化水平对市场配置资源有重要影响。鉴于此，

本文拟用市场化程度异质性来分析开发区设立产业政策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差异作用。具体通过

划分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西部城市来识别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以西部城市为基准，分别比较西部城市与东、中部城市的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

错配影响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列（1）和列（2）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开发区设立对资源

错配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显示，西部城市的开发区与东部城市的开发区都显著加剧了地区

资源错配程度，并且相对于东部城市，西部城市的开发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更大。同时

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影响结果证实，西部城市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

源错配程度影响较大。通过列（4）和列（2）的比较可以得出，东部城市的开发区设立与西部城市

开发区的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影响的差异较大，而中部城市与西部城市开发区设立对资源

错配影响差距相对较小。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西部地区设立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

配产生了更强的影响。

经济发展较好的一线城市提前摆脱了传统条框的束缚，大胆尝试了制度创新，较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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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对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有重要影响作用，其可以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能

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鉴于此，本文拟从制度效率异质性的视角来分析开发区设立对

地区资源错配影响的差异性。具体通过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以及三线城市来识别城市的制度效

率情况，一线城市率先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发展相对完善，而三线城市的发展具有先天劣势，

制度效率相对低下。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3。
 

表 2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Resmis
东部城市与西部城市对比 中部城市与西部城市对比

（1） （2） （3） （4）

KFQ×Market1 0.0888*（0.0730） 0.1455**（0.0967）

KFQ×Market2 0.0645**（0.0742） 0.1266***（0.0932）

控制变量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R2 0.1938 0.2290 0.1459 0.1834

观测值 1 659 1 420 1 646 1 425
 
 

 

表 3    制度效率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Resmis
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对比 二线城市与三线城市对比

（1） （2） （3） （4）

KFQ×Market1 0.1089***（0.0749） 0.1092***（0.0761）

KFQ×Market2 0.1001**（0.0747） 0.0964***（0.0772）

控制变量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R2 0.1303 0.1627 0.1248 0.1573

观测值 2 339 2 059 2 231 1 953
 
 

本文以三线城市为基准，比较不同级别城市设立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异质性影响。三

线城市的制度效率较低，其设立开发区对于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更大，而一线城市的制度

改革走在前列，制度对要素流动的阻碍相对较少，从而其设立开发区对于地区资源错配影响程

度相比三线城市更小，这一点从列（1）和列（2）可以看出来。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二线城市，三

线城市的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开发区设立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受到

城市自身因素的制约。总之，开发区设立造成了地区资源错配，制度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政策冲击。

从已有关于开发区的文献来看，从开发区成长周期异质性角度研究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袁

航和朱承亮，2018）的结果表明，成熟型开发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产生了重要影响，成长型开

发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不产生影响；也有从开发区成长周期异质性角

度来研究企业规模的（李贲和吴利华，2018），发现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开发区对企业规模扩张有显

著促进作用，而成熟期开发区对企业规模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么，开发区成长阶段对地区资

源错配有无异质性影响呢？鉴于此，本文从开发区成长阶段异质性视角来分析开发区设立对地

区资源错配的差异性影响。

在研究样本窗口期，把开发区成长阶段分三个层次：2001 年以前成立的开发区定义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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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为 2003 年国家开始对开发区进行全国范围的整改，为此本文把 2001 年到 2004 年成立的

开发区定义为“成长型”，2004 年以后成立的开发区定义为“初创型”。具体的回归结果参见表 4。

通过对成熟型开发区、成长型开发区以及初创型开发区系数的对比发现，成熟型开发区对

地区资源错配影响程度较小，成长型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影响次之，而初创型开发区对

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影响最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成熟开发区由于设立较早，基础设施比较完备，

减少了运输成本，能够缓解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成熟型开发区逐

渐建立了市场选择机制，并非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可以进入开发区。同时，成熟开发区信息传递也

相对完全，不会对企业经营者产生预期。因此，成熟的开发区更不可能产生企业在开发区设厂，

进而导致生产的空城现象。
 

表 4    开发区成长阶段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Resmis
MatureType GrowingType Start-upType

（1） （2） （3） （4） （5） （6）

KFQ 0.0330*（0.0634） 0.0390**（0.0671） 0.0853**（0.0989） 0.1371***（0.0977） 0.0956***（0.0688） 0.1586***（0.0802）

控制变量 N Y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R2 0.1324 0.1574 0.1724 0.2089 0.1751 0.1950

观测值 1 096 1 011 444 389 799 675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从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检验、地区时间反事实、

政策排除、测量误差以及省级与时间一次和二次交互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方法虽然能够很好地解决政策评估过程中联立方程引起的内

生性问题，但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方法的重要假设前提。由于省级开发区在研究窗口期中，

基本都是在 2006 年设立的，开发区的集中设立有利于排除时间因素干扰，这也为平行趋势检验

提供了前提。平行趋势的实质是在政策冲击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具有共同趋势。具体估计结

果见表 5。其中 Pre1 假设开发区集中设立在 2005 年，Pre2 假设开发区集中设立在 2004 年，

Post0 表示开发区成立当年，Post1 表示开发区成立一年以后，以此类推。从前两列结果可以看出，

在 2006 年以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开发区的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并不显著，而 2006 年及以

后几年开发区设立对资源错配影响显著，满足了平行趋势假定。同时为了进一步检验平行趋势

的稳定性，本文剔除 2001 年以前成立开发区的城市，见列（3）和列（4），从回归系数可以发现，

2006 年以前开发区变量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只保留 2006 年设立

开发区城市的样本，根据列（5）和列（6）开发区估计系数可以看出，2006 年以前开发区的实验组和

对照组具有共同趋势，平行趋势检验具有稳健性。

（2）地区时间反事实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这可

能受到其他相关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开发区

的资源错配净效应进行反事实检验。本文剔除 2006 年以前拥有开发区的城市，对 2006 年以后

设立开发区的城市以及未成立开发区的城市进行随机抽样，2006 年以后的时间变量设置为 1，

2006 年以前的时间变量设置为 0，构建开发区设立的交互项，具体结果见表 6。列（1）和列（2）结

果表明设立交互项对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开发区设立以前，确实不存在开

发区设立影响地区资源错配，这意味着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其他系统性误差。为了进一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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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地区反事实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在一直没有开发区设立的城市进行随机抽样，从列（3）和列

（4）可以看出，开发区交互项对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影响并不显著，证实了地区反事实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将集中设立开发区的年份提前 1 年和提前 2 年，具体估计结果见列（5）至列（8），开

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未设立开发区时，KFQ 变量确实未对资源错

配带来任何影响，不存在系统性误差。鉴于此，基准回归结果开发区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是可靠的。
 

表 5    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Resmis（企业生产率离散度）

（1） （2） （3） （4） （5） （6）

Pre5 0.0841（0.0269） 0.1502（0.0525） 0.0815（0.0869） 0.0941（0.0926） 0.0961（0.1477） 0.0678（0.1871）

Pre4 −0.0041（0.0278） 0.0809（0.0484） −0.0753（0.1071） −0.0462（0.1128） −0.0154（0.1878） −0.0896（0.2373）

Pre3 −0.0291（0.0378） 0.1461（0.0513） −0.0016（0.1114） 0.0099（0.1246） 0.1426（0.1944） 0.2065（0.2456）

Pre2 −0.1171（0.0256） 0.0291（0.0348） −0.0191（0.1022） −0.0145（0.1099） −0.0282（0.1607） 0.0252（0.1956）

Pre1 0.1591（0.0237） −0.0242（0.0239） −0.1130（0.1004） −0.0695（0.1126） −0.2311（0.1587） −0.2952（0.1958）

Post0 0.0945**（0.0397） 0.0017***（0.0511） 0.0892*（0.0853） 0.1247**（0.0981） 0.0792*（0.1451） 0.1215**（0.1862）

Post1 0.1782***（0.0274） 0.0736***（0.0271） 0.2043**（0.0893） 0.2523***（0.0936） 0.0329**（0.1621） 0.0094***（0.1814）

Post2 0.2716***（0.0312） 0.4046***（0.0406） 0.0751***（0.1217） 0.1061***（0.1231） 0.1107***（0.1386） 0.1997***（0.1657）

控制变量 N Y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R2 0.1326 0.1781 0.1388 0.1838 0.1863 0.1131

观测值 2 555 2 267 1 459 1 256 791 667
 
 

 

表 6    地区时间反事实

被解释变量：Resmis（企业生产率离散度）

（1） （2） （3） （4） （5） （6） （7） （8）

KFQ×First 0.0145（0.037） 0.0111（0.038）

KFQ×Second −0.0047（0.054） −0.0006（0.059）

KFQ×2005 0.0018（0.030） 0.0005（0.031）

KFQ×2004 −0.0093（0.026） −0.0043（0.027）

控制变量 N Y N Y N Y N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R2 0.1019 0.1239 0.1018 0.1292 0.1018 0.1292 0.1018 0.1292

观测值 1 339 1 147 1 339 1 147 1 339 1 147 1 339 1 147
 
 

（3）政策排除的稳健性检验。本文是采用省级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其他国家级开发

区是否对研究结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呢，本节拟对国家级开发区的影响进行剔除，进一步研究

省级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7，列（1）和列（2）是剔除拥有国家级

经开区城市的估计结果，说明在剔除国家经开区之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验证了研究假说

1。为了排除国家级开发区的干扰，本文同时还剔出了拥有国家级高新区的城市进行研究，从列

（3）和列（4）估计结果来看，其开发区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开发区的设立对地区市场资源配置

都产生了扭曲，导致了资源错配程度加剧，基准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4）观测偏误的稳健性检验。在前文的回归模型估计中，使用某地区 90% 分位的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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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 10% 分位的企业生产率比值衡量地区资源错配程度，本节拟改变地区资源错配的衡量方法

进行测量偏误的稳健性检验。具体使用某地区企业生产率标准差衡量地区资源错配，并使用某

地区 85% 分位的企业生产率与 15% 分位的企业生产率比值再次衡量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表 7
列（5）和列（6）估计结果表明，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这充分说明本文核心

结论不受自变量的观测偏误所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5）不受非观测因素影响的省级与时间一次、二次交互稳健性检验。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些随

时间、地点变化的因素难以观测到，例如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异质性行为可能影响地区资源错

配程度，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时间的固定效应，具体实证

结果见表 7。列（7）和列（8）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省份、时间趋势以及地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

开发区仍显著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再次证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7    政策排除、指标替换以及省级与时间交互稳健性检验

剔除国家级经开发区城市 剔除国家高新区城市 指标替换 省时间一次交互 时间二次交互

（1） （2） （3） （4） （5） （6） （7） （8）

KFQ 0.071*（0.043） 0.098**（0.047） 0.071*（0.045） 0.101**（0.049） 0.007**（0.026） 0.013**（0.036） 0.081*（0.048） 0.082*（0.048）

控制变量 N Y N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Y

R2 0.1280 0.1623 0.1382 0.1758 0.6352 0.1263 0.2312 0.2312

观测值 2 456 2 168 2 182 1 910 2 555 2 267 2 267 2 267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对上述影响渠道进行计量检验，与既有文献类似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

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kuisungect = β0+β1KFQct +β2Zct +uc+ut +εct （19）

Resmisct = β0+β1KFQct +β2kuisungect +β3Zct +uc+ut +εct （20）

d f z f jzct = β0+β1KFQct +β2Zct +uc+ut +εct （21）

Resmisct = β0+β1KFQct +β2d f z f jzct +β3Zct +uc+ut +εct （22）

其中，式（19）和式（20）是对低效率企业存活引起市场配置扭曲的机制检验，式（21）和式（22）是对

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市场配置扭曲的机制检验。与前文类似，下标 c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

kuisungect 代表城市 c 在第 t 时间的企业亏损数量，dfzfjzct 表示城市 c 在第 t 时间的地方政府竞争，

Resmisct 表示城市 c 在第 t 时间的资源错配程度，Zct 表示地区控制变量，uc、ut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

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ct 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8 汇报了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其中列（1）是以地区亏损企业

个数为因变量，开发区设立为自变量的估计检验，列（2）汇报了以地区亏损企业个数为自变量的

回归结果。本文发现开发区的土地优惠、政策补贴以及税收减免等政策相当于对低效率企业进

行了融资预算软约束，并在产品价格上进行了优惠反补，这使其能在市场中继续生存，严重扭曲

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结合列（1）和列（2）可以得出：开发区设立导致了市场配置扭曲引起了地

区资源错配，其中一条重要的机制是开发区设立使得低效率企业仍可以在市场中存活，验证了

本文的研究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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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列（3）是以地方政府竞争为因变量，开发区为自变量的估计检验，列（4）是把地方政府

竞争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列（3）和列（4）的实证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开发区设立显

著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无论是开发区的一次创业形成的“产业孤岛”还是二次创业摒弃“产业

孤岛”以及开发区所谋求的三次创业，开发区的设立都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结合列（3）和列（4）

估计结果，本文得出，开发区设立导致了市场配置扭曲，进而引起了地区资源错配，第二个重要的

传导机制是开发区设立加剧了地方竞争，导致了地区资源错配，再次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说 2。列

（5）把 kuisunge 和 dfzfjz 两个变量同时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开发区变量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显

著性有明显下降，这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与低效率企业存活于市场是开发区设立引致市场配置扭

曲，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的两个可能渠道。

无论是低效率企业未退出市场还是地方政府竞争，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体现。那么显

而易见，开发区设立是否扭曲了地区投资结构而进一步引致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扭曲呢？本文接

下来将重点讨论开发区设立通过投资结构这条机制影响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开发区设立通过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土地出让优惠以及融资便利等，形成了地方保护主

义。地方政府以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会对资本市场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占，进而引起地区资源

错配。本文通过各地区的企业投资加总数据衡量地区的投资结构，以地区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为

界限，将低于平均生产率的企业投资进行加总，再与地区所有企业投资的总和进行比较，以此衡

量地区投资结构扭曲程度。

具体实证结果见表 9，列（1）以地区投资

结构扭曲为因变量，开发区为自变量进行估

计的结果。开发区设立的估计系数在 1% 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开发区设立加剧了地区

投资结构的扭曲程度。列（2）把投资结构扭曲

变量纳入基准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开发区设

立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加剧了地区资

源错配程度，而投资结构扭曲变量系数为正，

说明地区投资结构扭曲造成了市场资源错

配，并影响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表 8    影响机制检验

Kuisunge Resmis dfzfjz Resmis Resmis

（1） （2） （3） （4） （5）

KFQ 0.4903***（0.3928） 0.1015***（0.0474） 0.0305**（0.0169） 0.0922**（0.0492） 0.0919*（0.0492）

kuisunge 0.0013***（0.0675） 0.0004***（0.0667）

dfzfjz 0.0053***（0.0594） 0.0049***（0.0595）

控制变量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R2 0.3417 0.1609 0.1161 0.1583 0.1583

观测值 2 272 2 267 2 244 2 240 2 240

表 9    影响机制检验 II

投资结构扭曲 Resmis

（1） （2）

KFQ 0.1124***（0.0478） 0.0514**（0.0569）

投资结构扭曲 0.4483**（0.0652）

控制变量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R2 0.5673 0.2654

观测值 2 272 2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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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由高速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十九

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新时代，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重要命题，而经济质量发展

的关键在于在质的层面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的全面提高落脚点就是让资源充分配置，

避免经济效率损失。

本文从开发区设立的视角系统研究了开发区产业政策如何扭曲市场资源配置从而加剧了

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研究发现：①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地方政府的经济短视行为使得开发区已经

背离设立政策的初衷，严重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②市场化水平

和制度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缓解开发区设立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并且成熟开发区相对于成长

型和初创型开发区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更弱。③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发

现，低效率企业未退出市场与地方政府竞争是开发区设立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加剧地区资源错

配程度的重要机制。此外，无论是低效率企业未退出市场还是地方政府竞争，都是地方保护主义

的重要体现。本文还进一步针对地区投资结构扭曲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估计结果发现，开发区

设立通过扩大了地区投资结构扭曲而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程度。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建立统一市场，减少地区投资结构扭曲。本文研究表明，开发区设立通过扭曲地区投资

结构影响了地区资源错配，投资结构失衡是当前制约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要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健全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减少

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加强经济合作，整

合国内投资结构，避免形成地区投资结构扭曲。

（2）继续提高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低

效率企业会自动退出市场，高效率企业可以获得足够要素资源以扩大生产。然而，我们目前还处

于转型阶段，市场扭曲广泛存在。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快建立产权制度，规避市场交易过程中的

寻租行为；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要素流动壁垒。

（3）提升各地区的制度效率，提高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质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大胆尝试制度创新，进而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和制

度环境。政府应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特殊公共品的供给，以降低职能型社会组织门槛，提升公共品

供给的整体效率。同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企业审批程序，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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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Mismatch of
Regional Resources：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Identification

Bai Dongbei1,  Zhang Yingying2,  Tang Qingq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Summar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biasedly pursuing speed growth but transform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hat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China’s future eco-

nomic growth. As a government-led important industrial policy，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will

undoubtedl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but w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distort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lead to resource mismatch? Existing literature is rarely

covered.

This paper accurately measures the degree of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

prise productivity dispersion，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9. Specific-

ally，the degree of resource mismatch is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the productivity of 90% quantile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to the productivity of 10% quantile companies. While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Development Zone

Website to match the corresponding city by looking up the zip code，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development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valu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and resource

mismatch，and analyze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exacerbates the degree of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by distorting market allocation. This conclusion steadily

passes the parallel trend test，regional counterfactual test，time counterfactual test，policy exclusion test，meas-

urement error test，etc. In the research process，through the division of eastern cities，central cities and western

cities，to identify the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t marketization degrees，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 eases the policy impact of development zones on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Further identify-

ing th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first-tier cities，second-tier cities，and third-tier cities，it is found in

empirical analysis that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slows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on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At the same time，“mature” development zones have less impact on regional re-

source mismatch than “growth” and “primary” development zones，while “primary” development zones have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n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The impact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policy set up by development zones will affect the degree of regional resource mismatch through low-effi-

ciency enterprises not leaving the market，intensifying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distorting the invest-

ment structure of the capital market. By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market supervision to reduce

investment structure distortion，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

lic goods supply and public services，it is a policy shock to alleviate the mismatch of regional resources in de-

velopment zones，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path of China’s economy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velopment zones； distortion of market allocation；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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